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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农民问题研究学术史述评

刘玉峰

摘要：唐代农民问题研究已有较长的历史。关于唐代农民生活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农民经济形态、农民阶
级构成以及逃户、括户、客户和中晚唐农战史等问题，中外学界进行了长期的探讨和研究，取得了显著成
绩，但也存在意见分歧多、理论创新不足、农民经济形态研究不充分、农战史研究冷落等缺陷。对此，我们
需要进一步改进，尤其是对唐王朝农民问题政策调控及执行史的研究亟待加强。

关键词：唐代农民问题；农民生活状况；农民经济形态；农民阶级构成；农民战争

随着近代历史学学科的产生，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唐代经济史研究成为唐史研究的一个“专门
领域”①，迄今已有较长的历史。在唐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三农”问题研究是重要内容，同样有着较长
的历史。回顾唐代“三农”问题研究史可以发现，学界对农业的研究最为充分，对农村和农民的研究相
对薄弱，但也取得了显著成绩。鉴于尚无专门梳理唐代农民问题研究史的成果②，本文试从四个方面
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学术史予以述评。

一、农民生活状况、家庭经济状况研究成果丰富但优劣判断分歧大

黄榖仙最先研究了安史之乱后的农村，发表两篇论文阐述了安史之乱后农村崩溃的实况，扼要分
析了政府和知识分子救济农村的策略方法等③。两文虽以农村问题立题，但都论述到了安史之乱后
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情形。陶希圣、鞠清远合著《唐代经济史》，为第一部断代经济史著作。该书第二
章和第三章对唐代土地制度与农业作了论述，并专列“农民之诸种相”一目，对唐代农民的生活状况作
了贯通性的观察，特别指出了逃户问题的长期存在以及佃作制度的发展④。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
第一章考察了劳动者阶级环境之转变、所受豪强之兼并与贪官之榨取、受课役漕运之苦、逃亡与变乱
等问题⑤，侧重农民群体的论述，对唐代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和所受压迫剥削多有揭示。日本学者河
原由郎《安史乱后农民生活贫困的考察》⑥、筑山治三郎《唐代两税法下的农民生活》⑦，均明确以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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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立论，是研究唐后期农民生活状况的专题成果。韩国磐《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是一篇名作，
也明确以农民生活立论，指出“天宝时的农民生活，并不像旧史所渲染的那样美满，根据敦煌和吐鲁番
发现的物价资料的探讨，好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差的必至破产流亡。所谓‘开天盛世’尚且如此，以
后唐朝每况愈下，农民生活更坏。因此，天宝以后，农民起义就断续发生，终于汇成唐末黄巢大起义的
洪流”①。
吴章铨《唐代农民问题研究》是一部专论唐代农民问题的力作，包括“土地问题”“租税问题”“农民

地主政府”三章。该书对唐前期均田制下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作了细致研究，指出“平常人家耕地三
十余亩，可以养活三四口，家庭人口再多，便要忍饥耐寒了。如果所耕的是上好田地，土地生产力好，
那就宽裕些，如果是贫瘠田，就很难支持”②。该书还系统阐述了唐代农民贫困破产以及沦为佃农并
终至“暴乱”的过程，揭示了农民的历史命运以及国家失去农民之后政权随之丧亡的特点。该书虽在
中国台湾出版，然而研究方法和思路均符合唯物史观，许多结论性认识颇为深刻。
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形态的宏观和整合的研究。该书第二

编第七章专门论述了北魏到隋唐时期均田制下受田农民的性质和经济地位，认为“受田农民的经济地
位不但比佃农，而且比一般自耕农都显得优越”，均田农民“在缴纳赋税之后，能够占有相当于净租的
一部分产品”③，给予了较高估计。郑学檬《唐代农民经济的初步考察》一文，对唐代农民经济发展中
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论及唐代农民经济的一般状况、农民经济的脆弱性以及这种脆弱性对整个社
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唐代农民经济在唐初一百多年中比汉代有所发展，农民的生活状况有所改
善，但这种发展和改善又是有限度的，而且其脆弱性没有改变，尤其是中唐以后，这也使得唐代社会经
济发展不可能持久④。该文认为，农民经济是封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有唐一代农民经济的概
况、特点、影响等作了扼要的宏观论述，认为农民经济经常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状态，缺乏新陈代谢能
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晏金铭对唐太宗贞观年间课户的赋役负担作了考释，指出课户（主要是均
田农户）的负担“竟高达全年农业生产收获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认为当时农民的赋役负担沉重，生
活状况艰难⑤。王士立对贞观年间农民生活状况作了探讨，亦指出贞观年间“农民最多也只能维持最
低的生活水平，一部分农民仍有‘饥寒之弊’，至于‘富给’和‘安乐’是根本谈不上的”⑥。余新忠对均
田制下受田农民多种经营的生产状况和衣、食、住等方面的消费状况作了阐述，认为唐代农民需长年
劳作，很少空闲，消费水平仍较低下，一般仅能勉强度日⑦。
张泽咸专门探讨了农民日常生活与市场的联系、乡村下户的生活概况，认为农民对市场有商品供

给，也通过市场贸易取得某些生活必需品，但农民中的乡村下户的生活十分艰难⑧。黎虎主编《汉唐
饮食文化史》第七章“饮食与社会”，重点揭示了普通劳动者的饮食生活状况⑨。黄正建对农民阶层的
衣、食、住、行情形有具体研究瑏瑠。魏明孔立论新颖，就唐代民间手工业工匠与农民的家庭规模作了比
较，重点探讨了工匠家庭的类型和规模瑏瑡，对梳理认识唐代农民家庭类型和规模有重要价值。张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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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著明确以“农民家庭经济”立论，考察了农民家庭经济生活状况以及农民与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和
农民负担等问题①，所论具综合性并颇有新意，对唐代农民家庭经济状况和身份地位的估计也较高。
张雁南讨论到农民阶层的消费情况和特点，对农民群体消费短缺状态作了专门分析②，富有新意。王
淑端研究了均田制下的农民家庭经济，指出均田制下农民的身份地位有了提高，生产自主权有了扩
大，对农民家庭经济的发展均产生了较为积极的意义，推动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出现，但两税
法实施后情况发生了根本逆转③。商兆奎从制度设计与运作的角度，对唐代均田农户生计状况作了
考察，认为农户负担异常沉重，均田制制度设计与运作实效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得农户生计处于低水平
状态，看似合理的均田制度设计实际上是一个陷阱，很难把均田农户固定在土地上④。他提出的“均
田陷阱”概念，值得重视。刘玉峰梳理考察了有唐一代农户经济的破产分化及萧条崩溃历程，指出唐
代农民生活日窘、身份日贱、灾难日重，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不断走向了萧条和崩溃，直至最后穷困潦
倒至极而被迫揭竿起义，没有摆脱中国封建帝制时代历代农民的历史命运⑤。
张国刚对唐代家庭的生活、生产及形态有系列专论，农民家庭是其研究的重点：《唐代家庭形态的

复合性研究》，提出并论证了唐代二元性结构的复合型家庭形态，主要有“同居共活”和“同籍别居”两
种模式，表现出家庭形态与家庭功能的某种分离，这与中古转型时期家族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变化密切
相关，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宋社会变革的时代特征⑥；《唐代乡村基层组织及其演变》，对唐代乡村社
会基层管理组织演变与农民家庭生存环境变化展开了论述⑦；《唐代农村家庭生计探略》，通过对农家
土地占有和粮食产量等数据的考证，讨论了农民家庭的基本收入、生产成本、消费支出等，提出了唐代
中等农家生活的概念，计量描述了唐代多数农民的生计状况，勾勒了唐代农民家庭经济生活的轮
廓⑧。张国刚还发表《唐代世俗家庭的宗教生活》等多篇论文，广泛讨论了唐代家庭的婚姻状况、夫妻
关系、家产析分、宗教生活、礼法伦理等⑨。这些论文后经修订，收入其《唐代家庭与社会》瑏瑠一书。该
书基于严谨翔实的实证性论析，不但在唐代家庭生活的细致性研究上大有推进之功，而且在理论提炼
上也有建树，特别是“复合型家庭形态”概念的提出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丰富了中国家庭史研究的理
论和方法。
总而言之，学界关于唐代农民生活状况及家庭经济状况的研究成果是相当丰富的，且新世纪以来

的成绩尤为突出，并呈现着良好进展态势。不过，学者们对于唐代农民生活状况和家庭经济状况好坏
优劣程度的判断存在着较大分歧，如何更加客观准确地把握认识，尤其是如何分阶段、分时期地把握
认识，仍需学界进一步努力。在农民生活状况和家庭经济状况研究基础上，如何认识唐代农民的生活
方式，或者说，如何从生活方式角度观察分析唐代农民的生活状况和家庭经济状况，也需要理论上的
创新和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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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民经济形态、农民阶级构成研究取向正确但成果不够充分

论述农民经济形态的重要成果，首推吕振羽的《隋唐五代经济概论》。该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
形态理论和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观点，考察了隋唐五代直至宋朝王安石变法期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和政治
变动，分析了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的构成、性质、生产组织形式、剥削关系、矛盾斗争过程等。指出这一
时期社会经济构成包括大地主经济（贵族地主经济）、小地主经济和自耕农民经济（小土地所有者及佃户
经济），呈现出大地主经济的复兴与没落、王安石变法之后小地主经济优势得以确立的鲜明变化过程。但
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小土地所有者的农民经济与地主间之阶级的仇视和遭受剥削与宰割没有变化，小
地主经济优势的确立只不过把先前大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夺回到自己手中来，夺回来放到自己的支配
下罢了①。该文对于大地主经济、小地主经济、农民经济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矛盾斗争和结构消长
变化的论述，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唐代经济形态的最早论文，具有里程碑意义。
王亚南的名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宏观论述了官僚的封建统治之下中国农民的社会经济生活

的属性和特征，富于深刻洞察和理论意义。该书强调：“中国农民的社会经济生活，由中国官僚封建社
会形态限定它具有较包容得多，较复杂得多的内容；亦就因此之故，一般肤浅的历史学家，就断定中国
农民的社会生活，不但早就是自由的，而且一直是自由的了。”②作者深刻阐述了“官民对立”社会中农
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形态，指出农民处于封建官僚政治的对立面而遭受多重的经济榨取和奴役剥削，不
断被佃农化、隶奴化和奴隶化，最终导致农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全被破坏而“官逼民反”，爆发农民战争，
认为处在官僚政治统治下的中国农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地位，绝不是“自由的”和“平等的”。作者的
这种宏观阐述，实际上也揭示了唐代的农民经济形态及其特征。
金宝祥认为，北魏隋唐时期的均田农实质上是国家佃农，指出：“在封建社会里，国家土地所有制

的实质，不外乎是国家政权和国家佃农的统治与从属的关系，换言之，就是国家佃农受国家政权统治、
奴役而缺乏人身自由的依附关系。而作为国家土地所有制形式之一的均田制的实质，便是国家佃农
对国家政权依附关系的强化”；“统一的隋唐王朝，就是从广大的国家佃农中无休止地征收田租、庸调，
征发兵役、力役，来维护王朝的威力的”；“对均田制来说，在发展时期里，得利的是国家政权，而不是均
田户。隋唐政府对几百万户的国家佃农进行残酷的征发兵役、力役，征敛大量的租庸调物，是隋唐中
央政权强化的唯一途径”③。其观点可称之为“国家佃农形态论”，认为均田佃农对唐王朝国家有着很
强的隶属性，唐代均田农经济实质上是国家佃农经济。
冻国栋论述了唐代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等小农经济形态及其经营方式、经营内容的变化等，指

出唐代的自耕农经济有逐渐佃农化的倾向，但无论是自耕农经济还是佃农经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特征仍然很明显④，亦即强调了唐代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特征。刘玉峰对唐代均田农户经济的规划
形成及其经济形态特征作了探讨，认为唐前期的均田农户经济很大程度上是唐王朝有目的地加以规
划培植的结果，均田制、户籍制、邻保里乡制、租庸调制、府兵制等制度，共同对其进行了制度规划和制
度强制，带有明显的上层建筑属性和超经济特征，遭受多重的强制和压迫；唐代均田农本质上仍是唐
王朝之隶属农，对于均田农身份自由及生产生活自主的程度不宜估计过高⑤。强调上层建筑因素对
于唐代均田农户经济的规划安排，使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成为其论证特点。
论述农民阶级构成的重要成果有：韩国磐《隋唐五代时的阶级分析》，详细阐述了隋唐五代时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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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振羽：《隋唐五代经济概论》，《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１９３５年第４期。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上海：时代文化出版社，１９４８年，第１９３页。

金宝祥：《北朝隋唐均田制研究》，《甘肃师大学报》１９７８年第３期。

冻国栋：《唐代的小农经济与经营方式管见》，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
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７７－５００页。

刘玉峰：《唐代均田农户经济的规划形成及其经济形态特征》，《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阶级的构成、地位及变化，指出当时期的农民阶级“可区分为自耕农民，由自耕农民来担任的封户和兵
士，以及由自耕农民没落下来的客户、庄客、佃户、屯兵和佃民，私家的部曲和客女，官府的杂户、官户
和工匠、乐户，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贩以及佣工等”①，阐述了农民阶级的丰富构成，然而也给人以比
较庞杂、难以精确划分的印象。
胡如雷把唐代农民阶级划分为自耕农和佃农，认为大致自耕农的生产生活条件稍较佃农优越，自

耕农破产后才转化为佃农；自唐中叶均田制破坏以后，自耕农就先后纷纷破产了，到唐代农民战争以
前，自耕农已经寥若晨星了，佃农成为了唐朝末年农民阶级中最主要的阶层，是唐末农民战争中的基
本革命动力②。这一划分简约明了，对自耕农阶层向佃农阶层的演变也观察得较为宏观，避免了细致
划分可能造成的问题。
葛金芳认为，唐宋之际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期。这一时期，农民阶级内部构

成发生了变动，以均田户为主体的“中古自耕农”，在两税法推行后，大量转化为“契约佃农”，并在北宋
中叶时成为农民阶级的主体成分，地主租佃经济也在此时终于成为当时封建生产方式的主导形态③。
葛金芳使用的概念特色鲜明，关涉到唐宋期间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认识，有其理论关照。
张泽咸提出了乡村上户（一至四等户）、次户（五至七等户）和下户（八至九等户、佃农和雇农）概

念，认为农民阶级主要是次户和下户（生活在广大农村尚未脱离农业的手工业者和个体商贩，在原则
上分属于乡村次户和下户），从广义上来说，被称为“贱人”的部曲、奴婢、杂户等，也属于农民阶级的范
畴④。但他又将乡村次户和下户称之为“自耕农”或“自耕小农”，在具体划分和概念使用上存有一定
的混乱。
农民经济形态、农民阶级构成问题涉及如何认识唐代经济形态、社会形态及社会性质，是比农民

生活状况、家庭经济状况更为关键的论题。整体观察，吕振羽、王亚南开拓的正确研究取向没有很好
地得到延续和加强，唐代农民经济形态的研究成果就不够充分。关于农民阶级构成的认识分歧也很
大，理论视角上多有不同，“自耕农”与“半自耕农”、“客户”与“佃户”、“乡村次户”与“乡村下户”等概念
间区分的清晰度不够，实际上具有相当的模糊性，不利于研究的推进。

三、逃户、括户、客户研究重点突破但贯通性不够

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探讨武周至玄宗朝期间为重点，并取得了突破性成绩。傅安华最早对武
后、中宗至玄宗时期户口逃亡的原因、事实、影响及政府制止逃亡的诸方案等作了系统梳理，指出民户
逃亡渐盛于武后、中宗时期，到玄宗朝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⑤，是合乎历史发展实际的观察。易曼晖
专门论述了“唐代中期人口之流亡”，涉及流亡原因动机、去向及生活、官府对策、流亡影响等⑥，所论
具综合性。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首次结合大谷文书２８３５号等文献，论证了武周
末年逃户问题的严重以及官府处置政策的变化，指出玄宗时宇文融括户是武周长安三年括户的延续
和发展⑦。该文发表后，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黎仁凯、杨际平、翁俊雄、胡沧泽、阎守诚、李志贤、陈
明光等，均对逃户问题有专门论述，推动了研究的深入。
黎仁凯对唐代农民逃亡的基本状况及特点、人身隶属关系变化、逃亡去向及影响作了论述⑧。杨

际平认为，逃户问题的严重与隋唐政府的逃户对策以及均田制、租庸调制、户籍制的实施密切有关，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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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磐：《隋唐五代时的阶级分析》，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第８６页。

胡如雷：《唐末农民战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

葛金芳：《唐宋之际农民阶级内部构成的变动》，《历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１期。

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傅安华：《唐玄宗以前的户口逃亡》，《食货》１９３５年第４期。

易曼晖：《唐代的人口》，《食货》１９３６年第６期。

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历史研究》１９６１年第６期。

黎仁凯：《关于唐代的逃户》，《文史哲》１９８２年第４期。



利用正史典志等资料及敦煌吐鲁番文书进行了具体论述，还就宇文融括户的目的及结果针对有关学
术观点进行了商榷讨论①。翁俊雄对玄宗开元、天宝之际的逃户作了专题研究，重点论述了宇文融括
户的措置及影响，认为括户所采取的政策不仅没有很好地解决逃户问题，反而成为使问题更加严重的
诱因，并引起了农业经营结构的变化，成为开天之际社会大转变的中心环节②。翁俊雄关于括户政策
措置加剧逃户问题的论述，富于洞察和启发意义。胡沧泽重点论述了武周、玄宗时期逃户政策的调整
与福建新置州县的关系，肯定了其积极意义③。阎守诚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逃户对唐代社会的影响，认
为逃户流向使劳动力分布更均匀，有利于社会经济和租佃关系的发展，是两税法改革的动力④。逃户
问题一般被认为有害于社会经济，阎守诚的论述有益于更加全面地认识问题。李志贤专题论述了武
周时期采取的逃户新措施，认为是一场重大和影响深远的社会经济改革，不但化解了逃户问题所可能
引起的危机，还为日益困难的国家财政创造了生机，并为后来朝廷的逃户政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高
度肯定了其积极意义和影响⑤。然而，从后来玄宗朝逃户问题愈加严重的史实来看，李志贤的评价显
然过高。陈明光运用产权经济学理论，对唐五代政府处理逃户所遗留田产的政策制度变迁进行了梳
理论述⑥，对逃户问题研究有推进之功。新近的一种趋向，是把逃户问题与乡村社会演变和乡村治理
联系起来考察⑦。
括户研究集中在武周长安三年括户和玄宗开元九年至十二年的宇文融括户。对此中日学者多有

探讨。如日本学者冈崎文夫从限制大土地所有制角度，最早论述了宇文融括户，指出证圣元年李峤的
奏疏建议是宇文融括户的基础⑧。铃木俊继之论述宇文融括户的业绩和意义，认为是维护均田制的
努力⑨。砺波护重点研究了宇文融括户期间的任官变化及政策变化，并与这一时期府兵制向募兵制
的转变作了联系考察，认为兵制变化促成了括户政策调整瑏瑠。池田温依据敦煌吐鲁番文书，对宇文融
括户的目的及成效作了重点研究，认为宇文融的括户政策克服了以前时期的动荡，不但成为盛唐经济
繁荣的要因之一，而且成为宋代以降有关客户对策的由来瑏瑡。山内敏辉研究了宇文融括户的组织构
造以及宇文融括户所任用的劝农判官群体，肯定了判官们所起的重要作用，细致梳理了判官个人资料
等，但强调旧贵族势力的抬头恐不符合当时史实瑏瑢。山根清志研究了唐代前期的括户政策、乐迁规定
以及武则天充实东都的政策，指出专制国家政策下，人口移动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瑏瑣。
中国学者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如李春润对宇文融括户判官、括户经过与政策调整、如何评

价进行了论述瑏瑤。阎守诚研究了宇文融所任使职，指出劝农使最能概括宇文融使职的任务瑏瑥。赵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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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守诚：《宇文融括户》，平准学刊编辑委员会编：《平淮学刊》第三辑，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分两个阶段对宇文融括户作了阐述，并分析了括户的人事组织工作及得失利弊，提出了劝农判官派遣
可能有三次的看法①。高敏对宇文融的任官、时间、出使次数、奏置劝农判官的时间及次数与人数、相
关政策变化等，进行了十分广泛的史实辨正，指出括地、括户同时并举，目的在于维护均田制②。陈国
灿利用敦煌经济文书，对敦煌县武周圣历年间勘田和长安年间针对逃户问题的户籍检勘多有发覆，补
充了一些具体活动内容，证明了当时勘田检籍工作的全面和深入，指出其实质在于保证均田农民对封
建国家的赋役供给③。朱雷通过对照敦煌甲、乙两种写本《燕子赋》所反映浮逃户境况的不同，并结合
其他文献记载，巧妙论证了武周至玄宗时期逃户政策从括捕归贯到就地附籍的变化④。孟宪实与耿
虎就武周长安三年括户的背景、矛盾、政策得失等展开了讨论，深化了对问题的认识⑤。孟宪实另文
从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梳理了宇文融括户进程，分析了括户判官组织形态与运作方式，认为形成了
新的制度并产生了深刻影响⑥。黄进华注重从体制演变角度研究宇文融括户，认为宇文融括户期间
广领诸使乃至总领国家财政，成为中央财政体制演变的起点，指出宇文融括户建立了“以判官出使制”
为核心的新型组织体制，成为中央财政体制从户部体制向三司体制的演变契机⑦。黄进华的研究明
显延续了山内敏辉、阎守诚、孟宪实的思路。
客户研究自１９５０年代受到重视，胡如雷论述较早，认为客户就是脱籍的逃亡户，或称“浮客”，其

地位比自耕农大为降低⑧。张泽咸两论唐代客户，对客户含义的前后变化作了梳理和解释，认为客户
含义前后变化甚大，最初是指客籍户，不是佃户，至武周以后才有不少破产浮逃客户沦为佃户，和早已
存在的佃农合流，但唐末五代时仍有不少客户并非佃农⑨。日本学者岛居一康讨论了两税法下客户
土地登记及其作为纳税者的登记制度，并考察了客户的主户化瑏瑠。坂野良吉则从唐宋变革视角，研究
了客户制与其过渡性以及逃户政策的发展瑏瑡。韩国磐认为客户是农民阶级的重要构成，主要由自耕
农民没落而来，其地位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瑏瑢。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研究了有产客户户口统计与编附
制度的变化，认为这种变化是从租庸调制转换至两税法的主要原因瑏瑣。唐长孺把客户主要限定在“客
籍户”范围内，认为两税法之后的土户、客户之别，仍然是土著与外来的区别，而不是有无资产或是否承担
两税之别瑏瑤。翁俊雄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穆宗长庆元年两税法税收原则由“税资产”改为“税土地”，改
变了有唐以来土户、客户的含义———客户由浮寄户变成“无地之户”，主户也由地著户变成“有土地之户”
了瑏瑥。总之，客户研究颇受学界重视，但关于客户的含义、成分组成及前后变化，见解很不一致。

８５１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赵克尧：《论唐玄宗、宇文融括户》，《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９年第４期。

高敏：《唐宇文融括地、括户史实考辨》，《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陈国灿：《武周时期的勘田检籍活动———对吐鲁番所出两组敦煌经济文书的探讨》，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
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３７０－４１８页。

朱雷：《敦煌两种写本〈燕子赋〉中所见唐代浮逃户处置的变化及其他》，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武
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５０３－５３２页。

孟宪实：《中央、地方的矛盾与长安三年括户》，《历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耿虎：《也谈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和长安三年括
户———与孟宪实先生商榷》，《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孟宪实：《宇文融括户与财政使职》，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７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５７－３８８页。

黄进华：《宇文融括户与唐朝中央财政体制的演进》，《首都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２期；《宇文融括户的组织体制新探》，
《晋阳学刊》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胡如雷：《唐代的客户是些什么人》，《历史教学》１９５６年第８期。

张泽咸：《唐代的客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历史论丛》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４年；《再论唐代的客户———关
于纳税客户的性质问题》，中国古代史论丛编委会：《中国古代史论丛》１９８２年第三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岛居一康：《两税法下客户的主户化与户名》，《鹿大史学》１９７２年第２０号。

坂野良吉：《唐宋变革和客户制度》，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１９７５年第３号。

韩国磐：《隋唐五代时的阶级分析》，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第４６－５７页。

日野开三郎：《唐代有产客户的土户编附制度》，日野开三郎：《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１１卷《户口问题与籴买法》，东
京：三一书房，１９８８年，第１７７－２２０页。

唐长孺：《唐代的客户》，唐长孺：《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１２９－１６５页。

翁俊雄：《唐后期民户大迁徙与两税法》，《历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３期。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日本学者中川学对逃户、括户、客户研究的贡献。中川学发表了多篇论文，如
《唐代均田法、租庸调法的反复公布和括户政策》，指出括户政策快速增加了国家控制的纳税者人口，
成为贯彻在唐初公布但没有彻底实施的均田法、租庸调法的基础，然而均田法、租庸调法很快过渡到
两税法，反复的公布反而使括户政策的实施变得困难；《关于唐代逃户、浮客、客户的备忘录》，重点探
讨了逃亡发生的原因和地域特点，指出武周时期逃户主要发生在中原地区，开元以后主要在江南地
区；《唐代括户方式的变化———据两税法的权衡原则勘客户的制度化》，分析比较了李峤上疏和宇文融
的政策；《唐代客户逃弃田的保留》，指出宇文融改变了武周时对逃户逃弃田保留并强制邻人耕种并代
为纳税的不合理做法；《从租庸调到两税法转换制度下客户的租税负担》，讨论了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
的转变过程中，由于制度变化所形成的客户租税负担；《唐代的“流庸”》，主要研究了农民弃农离开家
乡后异地再就业的雇佣关系和生存形态①。中川学的研究广泛讨论了逃户问题及其与均田法、租庸
调法、两税法变迁间的复杂关系，并对括户政策的调整、客户的合法化、国家税制的变革作了论述，颇
为系统和综合。
逃户、括户、客户研究的重要内容是唐王朝农民政策调控及执行。总体观察，已有研究对武周、玄

宗时期的逃户、括户政策及其调控最为充分，对其他时期则研究明显不足，缺乏整体研究的贯通性。
以已有研究为基础，系统梳理有唐一代农民问题政策的制定、调控及执行，既研究政策优长和执行成
效，也研究政策缺陷和执行弊端，论析帝制皇朝政权专制统治对农民命运的致命伤害，论析唐王朝农
民问题政策始终“未有长策”的困局，以及何以最后变成一个无法解决的死结。这将有助于深化认识
唐朝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职能，有益于加深对唐代社会性质和发展特征的认识。

四、中晚唐农战史研究的成绩、缺陷及近期的冷落

１９３０年代，蔡雪村和薛农山宏观阐述中国农战史的著述，开启以唯物史观研究农民反抗斗争史的
先河，均论及唐代农民战争，充分肯定了其进步作用②。董家遵专题论述了唐末农村经济的崩溃与农
民暴动之关系，注重从经济上揭示农民暴动的原因③，有拓展之功。李文治从“经济结构是社会构造
的基础，上层的政治与精神的建筑是经济构造之反映；经济基础一有变动，巨大的上层建筑便随之或
缓和或急烈的变革”立论，分析了黄巢暴动的背景及原因④，亦持唯物史观。
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代，历代王朝中后期的农民反抗斗争史，成为中国大陆学界的研究重点，唐末王仙
芝、黄巢起义被认定为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三次高潮之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赵俪生、习之、宁
可、翁大草、林烨卿、侯忠义、胡如雷相继出版专书⑤，其中胡如雷的《唐末农民战争》成为代表作。这
一时期，杨志玖、吴枫、岑仲勉、吕思勉、韩国磐等人的断代史著作⑥，也均有专节讨论唐末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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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川学：《唐代均田法、租庸调法的反复公布和括户政策》，《一桥研究》１９６２年第９号；《关于唐代逃户、浮客、客户的备忘
录》，《一桥论丛》１９６３年第３号；《唐代括户方式的变化———据两税法的权衡原则勘客户的制度化》，《中国古代史研究》第

２卷，东京：吉川弘文馆，１９６５年；《唐代客户逃弃田的保留》，《一桥论丛》１９６５年第１号；《从租庸调到两税法转换制度下客
户的租税负担》，《一桥研究》１９６６年第１０号；《唐代的“流庸”》，《东洋史研究》１９６７年第２号。

蔡雪村：《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上海：亚东图书馆，１９３３年；薛农山：《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上海：神州国光社，

１９３３年。

董家遵：《唐末的经济恐慌与农民》，《现代史学》１９３３年第３－４期。

李文治：《黄巢暴动的社会背景》，《师大月刊》１９３５年第２２期；《黄巢暴动的社会背景（续）》，《师大月刊》１９３６年第２６期。

赵俪生：《王仙芝和黄巢》，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习之：《黄巢起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宁可：《黄巢
起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翁大草：《黄巢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林烨卿：《黄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２年；侯忠义：《黄巢起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胡如雷：《唐末农民战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

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北京：新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５年；吴枫：《隋唐五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岑仲勉：《隋唐
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５７年；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北京：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６１年。



此外，张泽咸编撰的隋唐五代时期农民战争史料汇编①，是十分翔实的资料汇集整理成果。至于研究
论文则数量众多，不胜举列，康待宾起兵、庞勋起兵、阡能之变，甚至泾源兵变，亦被纳入到了农战史的
范畴，形成研究的热潮。这些研究有其学术贡献，但也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强烈支配，有明显的扩大化倾
向，其显著表现是将农民的任何反抗都视为农民起义而缺乏具体分析，同时在历史作用评价上刻意拔高。

１９８０年代，学界仍然重视唐代农战史研究，赵国华、俞兆鹏、方积六、诸葛计出版了专著②。李斌城主编
的《中国农民战争史·隋唐五代十国卷》，共７章２４万余言１２幅地图③，成为最后的综合之作。
自１９９０年代至今，农战史研究明显冷落，遭到忽视甚至刻意回避，有关成果已很罕见。然而，先

前研究中存在的缺陷和失误并未得到纠正。农民的反抗斗争史是唐代历史发展的基本内容之一，尤
其是在安史之乱以后，而黄巢起义是唐末社会危机和矛盾冲突的总爆发。冀朝鼎指出：“由于农民战
争一向是中国社会危机达到顶点与最尖锐时的表现，所以，就值得将它作为中国历史的基石来加以研
究。”④这一阐述显然具有指导意义，冷落忽视农民战争、农民起义研究是不可取的。宁可也指出：“中
国历史上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文献、史迹还在，这是铁的历史事实，是不能抹
杀、回避、淡化的。”⑤在对以往研究纠偏纠错的同时，从阶级矛盾、社会冲突和社会发展的层面，客观
综合地审视唐代农民战争，研究其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原因，观察社会各阶层在农民战争过程中地
位、态度和行为的变化，研究唐王朝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及其变化，揭示农民战争和整个社会变动之间
的内在关联，将是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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